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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阅读本报文章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 本报通讯员 陈彦培 冯军华

　　“弦拉板打响叮当，听俺把消气调解唱一唱。城西
有个大张庄，一家姓李一家姓王。只因为三尺风道惹的
祸，两家才把和气伤，你要争，他不让……”3月1日，农历
正月十三，在一年一度的马街书会上，河南省平顶山市
宝丰县人民检察院干警丁延鹏表演的河南坠子《消气
歌》，令现场群众耳目一新。
　　马街书会历史悠久。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三，不论阴晴
雨雪，来自全国各地的说书艺人负鼓抱琴来到马街，以天
作幕，以地为台，说书会友，弹唱献艺。2006年，马街书会被
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作为土生土长的宝丰人，宝丰县检察院副检察长
谷英格自幼浸润在说唱文化的氛围中。“群众爱听戏、
懂戏。如何把群众的这种爱好与法治宣传结合起来？”
每年马街书会期间，这个问题总会萦绕在她心头。

　　在这里，说书人随便找一块儿地方，或在宽阔的田
野里，或在卵石漫地的河滩，桌凳一摆，就开始亮出自
己的拿手绝活，比拼着谁的摊前人气旺、喝彩声密。从
四面八方赶来的听书人里，有白发苍苍的老者，有稚气
未脱的少年，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一派热闹景象。
　　“咱们干警中有那么多说唱爱好者，不是也可以在
马街书会上表演吗？咱们检察机关也要把法治宣传以
说唱的形式在马街书会上亮相。”今年春节前，宝丰县
检察院党组书记王雅丽的提议得到了干警们的热烈
响应。
　　由宝丰县检察院与宝丰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
创作的河南坠子《消气歌》，由宝丰县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主席阿卫国作词，丁延鹏负责表演。“我们还提议在
《消气歌》中加上六尺巷的故事。”谷英格介绍说，“经过
反复打磨，最终加上了‘六尺巷的故事咱不能忘，宰相
写书劝礼让。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小人
量小争长短，生气好比饮砒霜。别人气我我不气，气坏

了自身没人帮’的唱段。”
　　受《消气歌》的启发，宝丰县检察院设立“消气工作
室”。王雅丽介绍说，“消气工作室”核心内涵在于将检察履
职与法治宣传、基层矛盾化解深度融合，通过开展法治化、
人性化、多元化的调解工作，搭建起一个既说法理、又讲情
理、更能平心气的沟通平台，通过“听”一曲《消气歌》舒缓
情绪，“讲”透法理情理明晰是非，“顺”畅心气消除隔阂，
“平”复情绪达成共识，力求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
在萌芽，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没想到《消气歌》在马街书会上表演后，那么受欢
迎！截至目前，已有近20个单位，邀请我们去表演，群众
在听书赏曲中消怨气、明法理。”谷英格说。
　　72岁的王大娘曾因购物与摊贩发生争执，满心郁结难
平。听完《消气歌》后，她的眉头渐渐舒展，喝着检察干警递
来的热茶说：“唱词里说的‘吃亏容人是智慧，争强好胜易
遭殃’在理儿。我这心里的疙瘩彻底解开，心气儿也顺了。”
　　“将法治宣传、矛盾纠纷化解与传统文化结合起

来，才能接地气、冒热气。”王雅丽感叹道，“宝丰说唱文
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荟萃了河南坠子、评书、琴书、
大鼓书等多种说唱艺术形式，承载着丰富的民间故事、
历史传说和乡土智慧。《消气歌》之所以受欢迎，与文化
传承密不可分。”
　　“我们在办案中多问几个为什么、多想几个怎么
办，或许就能化解当事人心头的烦心事。”检察官高艳
霞办理的一起故意伤害案中，刚满16岁的崔某因与同乡
刘某发生口角，一时冲动动手致刘某轻伤二级。崔某坦
言，自己上初中时父母双亡，爷爷奶奶早已离世，哥哥
常年在外务工，他只能跟着年迈的姥爷姥姥生活，日子
过得十分艰难。
　　高艳霞去崔某家走访时，映入眼帘的是三间墙皮
剥落的砖房。她得知，崔某平时十分懂事，放学回家就
主动帮姥爷姥姥干活。邻里也称赞崔某：“他是个好孩
子，就是命苦。”
　　“如果按程序起诉，这孩子的人生或许就会拐个弯。

要搞清楚他为什么动手？赔偿为何谈不拢？”于是，高艳霞
将当事双方及其亲属请到“消气工作室”。她没有急于宣
讲法条，而是打开音响，《消气歌》的旋律在屋内回荡。
　　当唱到“世上难买后悔药，千不该万不该失去理智把
人伤；学会消气懂调解，平平安安福寿长”时，双方凝重的
脸色慢慢缓和下来。弦音落定，崔某低着头说：“我在气头
上没忍住，打完就后悔了。我们平时都在一起玩，是我对
不起他。”刘某的母亲也软下心来：“孩子还小，家里又这
么困难，我能理解。我们可以再少要些赔偿。”
　　案件办结后，高艳霞说：“我对《消气歌》里的‘家长
里短系民情，释法明理破局僵。不使干戈相见处，检心
一片来护航’理解更深刻了。宝丰说唱文化作为最原
始、最朴素的口头文化，以一种最世俗的方式根植于民
间，将其融入我们日常办案中，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
果。这让我更有信心把《消气歌》所蕴含的文化、法治内
涵传承下去。”

□ 本报记者 刘志月 何正鑫

　　长江之畔，湖北省武汉市武昌都府堤，一条约五
百米长的老街上，一片庄重的历史建筑群静静矗立。
　　这里曾是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旧址，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此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
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 中央监察委员会。
　　如今，在毗邻会址的武汉革命博物馆，中国共产
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展以425件文物资料、700余幅
珍贵历史照片，系统展示了党的纪律建设光辉历程，
成为追溯红色法治源头的热门“打卡地”。

危难之际 翻开新章

　　历史的指针回拨至1927年的春天。
　　彼时的中国，革命形势风云突变。蒋介石发动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
革命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危难之际，中共五大在武汉紧急召开。1927年5
月9日，大会最后一天，选举产生了由王荷波、杨匏
安、许白昊等10人组成的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
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
　　《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当时，武汉已成为全国革命
的中心，组建中央监察委员会，进一步强化党内监督，既
是革命形势倒逼的结果，也是组织建设的迫切需要。
　　中共四大以前，党员数量不足千人。随着大革命
高潮的到来和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到1927年4月，党
员人数猛增至57967人。党员队伍迅速扩大的同时，部
分党员出现思想动摇、作风不纯等问题，设立专门机
构监督纪律、纯洁组织，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中共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指出：“党内
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将严守政治纪
律提升到全党共同义务的高度。会后不久，1927年6
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
正章程决案》，首次设立“监察委员会”专章，明确其
首要职能是“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纪律’二字写
在自己的旗帜上。”在武汉革命博物馆副馆长崔媛媛
看来，中共五大开启了用铁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
一、以法治精神规范政党行为的伟大探索。
　　2019年5月9日，“纪律建设永远在路上——— 中国
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展览在武汉革命博物馆
正式亮相。
　　展览分为“创立与探索”“推进与曲折”“恢复与
发展”“新时代新征程”4个部分，系统梳理了中国共
产党纪律建设的历程，反映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
纪律建设理念、战略方针及主要成果。
　　“这是第一个全国性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
史陈列展览，填补了国内党的纪律建设展览的空
白。”崔媛媛说。

　　截至目前，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展累
计接待观众超过300万人次。

热血护纪 丹心立法

　　在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展内，首届中
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蔡以忱使用过的一柄短剑和一枚
徽章，静静述说着往事。
　　1928年7月，蔡以忱在湖南澧县组织武装暴动
时，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软硬兼施，他
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后于同年10月壮烈牺牲，
就义前留下“申鸣大义臣，仗剑扫烟尘；横刀眉梢笑，
忠贞掩昆仑”的绝笔。
　　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10名成员中，8人先后牺牲
在刑场或战场上，1人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下落不
明，仅有1人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他们用热血践行誓
言，用生命捍卫信仰，无一人叛党投敌，无一人变节求
荣，用行动诠释了“执纪者必先守纪”的铮铮誓言。
　　陈列展上一件件文物背后的故事，武汉革命博
物馆讲解员朱欣妍早已铭记于心。提及党的早期法
治实践，她印象最深的，是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和
脱了底的黑皮鞋。
　　“这是董必武先生在参加开国大典时穿过的衣
服和皮鞋。”朱欣妍介绍，这位从湖北黄安（今红安）
走出的革命家，是党内早期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受过
正规法律教育并从事过律师职业的人。
　　在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陈列着两部中国共产
党人早期制定的刑事法规———《湖北省惩治土豪劣
绅暂行条例》和《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
例》（均为仿真件）。
　　1927年2月，工农革命运动空前高涨之际，湖北
阳新县反动势力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惨案：9名共产党
员、工农革命者惨遭火焚。
　　董必武闻讯极为愤怒，提出必须用法律形式保护农
民运动的正常发展。当年3月，董必武与邓初民共同起草
前述两个条例，成为党的早期法治实践的重要标志。
　　1933年，董必武参与制定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

行为》正式发布。这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
反腐败的量刑标准。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董必武正式提出“依
法办事”的著名论断，为此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十六字方
针”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石。

“红巷”育苗 薪火相传

　　“向一切贪污腐化违背党章的行为，斗争到底！”
　　“永别了，我的亲人！永别了，我的同志！……将
来，如果你们过上了我们所追寻的好日子，请珍惜
啊！请珍惜！”
　　2月21日，在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前，沉浸式实景剧
《监委主席王荷波》，将观众带回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
庄严的宣誓与跨越时空的对话，深深打动了在场观众。
　　这是武汉革命博物馆推出的沉浸式思政课剧目
之一。
　　近年来，武汉革命博物馆集中打造了“红巷有
理”“红巷有你”“红巷有礼”品牌矩阵，推出“我在红
巷讲党史”“红巷里的思政课”“红巷学社”等系列子
品牌，采取思政教育、情景演出、红色宣讲等形式，让
红色历史“活”起来，让法治精神“润”人心。
　　“我们希望红色故事不只进入观众的耳朵，也要
进入观众的心灵。”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万玲说，“观
众在这里领略到的，不仅是革命旧址和红色展览的
风貌，更是法治精神的传承。沉浸式学习实践有助于
将法治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为扩大红色法治宣传覆盖面，武汉革命博物馆
还与武汉近百家单位建立合作共研关系，精心设计
多条研学线路，建立以“红巷苗苗”“红巷青马”等为
主体的志愿服务体系，累计培养志愿者4000余名。
　　记者采访时，“红巷苗苗”小志愿者源源手持“成
长手册”，正自信大方地讲解。他的妈妈付女士则在
旁边用手机记录这一幕：“孩子在讲解红色故事的同
时，也在心中播下了爱党爱国的种子。”
　　武汉革命博物馆还积极打造数字展馆，实现实
体陈列展的时空延伸和用户拓展。同时，采取联合办
展形式，推动“纪律建设永远在路上——— 中国共产党
纪律建设历史陈列展”走向全国，推出“信仰铸忠
魂——— 中国共产党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专
题展”，持续讲好纪律与法治的故事。

　　在万玲看来，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纪律与法治
精神深植于管党治党与治国理政的实践之中。从首
届中央监委于危难中诞生，到新时代纪律建设与法
治建设深度融合，一条红线贯穿始终：严明纪律是生
命线，法治精神是坚实根基。
　　红色法治，薪火相传。这条始于武昌都府堤的红
色足迹，承载着革命先驱的忠诚与坚守，凝聚着中国
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正向着未来，坚定延伸。
             图① 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召开会议时的
复原场景。
         图② 沉浸式实景剧《监委主席王荷波》演出
现场。
                图③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展外观。

武汉革命博物馆供图  

　　面对AI带来的种种便利，我们仍需保持清醒的
认识。技术再先进，也只是工具；真正赋予优秀传统
法律文化以生命力的，应是其中蕴含的跨时代价值。

□ 罗冠男 杜敏君

　　我们正身处一个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生
成式人工智能（AI）能够理解、生成和推理文本，也
正在改变许多领域的研究方式。对于中华优秀传统
法律文化这一深厚的历史遗产而言，AI既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思考与挑战。
　　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从“礼法结合”的治理
智慧到“情理法”交融的司法实践，从卷帙浩繁的法典文
献到生动鲜活的民间契约，构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知识
体系。面对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和深邃的法律智慧，我
们既要善用新技术拓展认知、赋能研究，又要坚持守正
创新，让中华法治文明在数字时代焕发生机活力。

  A I 如何拓展对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的认知

　　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首先面对的是数量庞大
的历史文献。过去，学者们需要花费数年甚

至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对某一时
期的法制状况有比较

全 面 的 把

握。生成式AI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这种状况。
　　AI首先实现了对历史文献的“超大规模阅读”。通
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它可以快速阅读和梳理历代法
典、司法档案和民间契约，提取关键信息。例如，研究者
可以借助AI分析不同朝代关于某项事务的法律规定如
何演变，或从大量古代判例中总结出某项事务常用的
裁判原则。这种能力极大地增加了研究的广度与效率。
　　其次，AI能帮助我们发现隐藏的规律。传统法
律文化中的许多智慧蕴含在实践中，而非明文规定。
通过分析大量司法档案，AI可以识别出反复出现的
模式，比如，官员在何种情况下更倾向调解而非判
决、哪些因素影响纠纷解决方式。这些发现为深入研
究提供了宝贵线索。
　　此外，AI还能协助重建历史语境。法律始终与
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紧密相连。AI可以整合多类
型史料，将某一时期的法律规定与物价数据、人口流
动等信息关联分析，帮助我们超越单纯的法条分析，
更立体地理解法律在当时社会中的实际作用。

A I如何赋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

　　AI不仅改变了我们接触材料的方式，更重塑了
研究方法本身。在研究起点上，AI改变了我们提出
问题的方式。传统研究往往始于研究者在阅读中产
生的疑问，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的学术积累和
洞察力。现在，我们可以与AI进行“对话”，通过向它
提出各种试探性问题，获取初步的分析和线索。AI
虽然不能直接给出最终答案，但它可以快速梳理相
关材料，提供可能的分析方向，激发我们的思考。
　　在研究过程中，AI让论证更加直观和系统。传统法

律史研究多以文字描述为主，对于复杂的制
度运作或观念演变，有时难

以清晰呈现。AI的可视化能力可以弥补这一不足。比
如，AI可以生成清晰的流程图，展现案件在不同机构间
的流转程序；可以制作时间轴，直观显示某一法律制度
在历史上的变迁过程。这种“看得见”的分析，不仅使研
究更加严谨，也使成果更容易被理解和传播。
　　在研究效率上，AI可以将学者从繁琐的资料梳
理中解放出来。以往，要研究某个特定问题，学者需
要花费大量时间寻找相关记载。现在，AI可以在很
短时间内完成初步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使学者
能够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深度分析和理论构建中。虽
然最终的价值判断仍需人脑，但前期工作的效率已
不可同日而语。

A I时代的“守正”与“创新”

　　当然，面对AI带来的种种便利，我们仍需保持
清醒的认识。技术再先进，也只是工具；真正赋予优
秀传统法律文化以生命力的，应是其中蕴含的跨时
代价值。因此，在利用AI进行研究的道路上，必须处
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
　　“守正”就是要坚守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价值。
AI基于数据和算法运行，擅长发现规律和相关性，
却难以彻底理解这些深厚的人文价值。如果完全依
赖AI的分析，我们有可能会得到一堆冷冰冰的数据
和模式，却丢失了传统法律文化中最有温度、最富智
慧的部分。具体而言，我们需警惕这些风险：一是“技
术黑箱”问题，AI的决策过程往往不透明，我们可能
得到了结果，却不清楚它是如何得出这些结论的；二
是“数据偏见”问题，如果训练数据不能全面反映传
统法律文化的多样性，AI的研究就会有盲区。
　　“创新”则是在“守正”的前提下，积极探索AI与传
统法律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新路径、新方法。这需要建立
“人主AI辅”的良性互动。研究者一方面要保持和深化

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理解，培养敏锐的价值判断力
和历史洞察力；另一方面，

要学习与AI有效协作的技能，知道如何向AI提出好问
题、如何评估和验证AI的输出结果、如何将AI的分析与
人文阐释有机结合。学术共同体也应形成相应的规范
和共识，如明确说明AI参与程度，区分AI发现与研究者
阐释，确保技术赋能不减损学术严谨性。

迈向有温度的数字人文

　　未来，AI与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的结合，应指向构建
“有温度的数字人文”研究范式。这里的“温度”，指的是
技术应用背后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坚守。在这种范式中，
AI和研究者各展所长，形成互补。AI的优势在于处理大
规模信息、发现复杂模式、进行高效计算；研究者的优
势则在于价值判断、意义阐释和创造性思考。理想的研
究过程，应当是合理利用AI进行资料处理和初步分析，
辅助深度思考，最终形成有见解、有温度的研究成果。
　　此外，这种研究范式不仅能够产出更高质量的
研究成果，也能帮助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以更生动的
方式走进公众视野。通过AI辅助的可视化呈现、互
动式展示，一些原本艰深的法律典籍、复杂的制度设
计，可以变得直观易懂，让更多人了解中华优秀传统
法律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
许多智慧，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法律与道德的良
性互动、司法中的情理考量等，对于完善当代社会治
理具有重要启示。通过AI的助力，我们也可以更系
统、更深入地挖掘这些智慧，思考如何在现代条件下
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应用。
　　总而言之，在AI时代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我们应当怀抱开放而审慎的态度。积极拥抱新技术带
来的可能性，同时始终保持对文化价值的敬畏和坚守；
充分利用AI提升研究效率，同时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文
素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数字浪潮中，既不当固步
自封的守旧者，也不做盲目跟风的技术派，而是真正成
为传统智慧的传承者与创新者。
　　（作者分别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位于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照
金镇，占地约10亩，距铜川市新区40余公里。
　　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立于1934年1月，
1937年3月改称陕甘宁特区，同年5月改称陕甘宁边区。陕甘边革
命根据地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把毛泽东工农武
装割据思想与陕甘边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为陕甘革命
根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照金纪念馆于2004年首次对外开放，2012年实施改扩建，
2013年9月重新开放运行。新建成的照金纪念馆建筑面积6500平
方米，展厅共有两层。一层为序厅、主展厅，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历史为主线，用翔实的历史资料、图片、文物和各种现代展陈技
术，再现了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艰难历程，
突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两点一存”（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
的落脚点、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
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二层为陕甘边革命英雄
纪念展区及主题油画展区，开设了百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的专题展区；以重大的革命事件为主题的油画作品，用艺术的
手法呈现了历史场景。

这里诞生了党史上第一个中央监察委员会
在武汉革命博物馆回望党的纪律建设光辉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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